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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书籍大数据的实证分析( 1949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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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利用谷歌图书的汉语书籍语料库和其他宏观经济社会数据，

考察并分析了 1949 － 2008 年中国公共话语中有关社会结构的话语定义的变
迁模式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由官方意识形态建构的
“阶级”话语在社会分层的话语体系中逐渐消退，而以公众为面向的“阶层”
话语在公共话语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生成阶层关
注度指数，并与宏观经济和政治指标等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结果表明: 改革以来，公众对阶层问题的关注度受到来自国民经济的总体走
势、收入差距及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因素比宏观经济指标更能
够影响民众对阶层议题的关注; 官方舆论导向并不对民众的阶层关注度构成
影响，但反过来受到民众阶层关注度的影响。本文为基于个体样本的传统主
观阶层研究提供了大历史跨度和宏观层次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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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快速变迁带来的种种新变化和新问题推动

了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发展。早期的社会分层研究集中对客观阶层的

构成方式、结构特征以及流动机制进行了描述分析( 李强，1993; 李培

林，1995; 孙立平，1996)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阶层意识开始

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许多学者通过个体或群体对自身社会

经济地位的主观性评价来考察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在微观层面的影响

( 卢汉 龙，1996; 刘 欣，2001; 李 培 林、张 翼，2008; 范 晓 光、陈 云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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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上述研究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轨迹、利益关

系演化及其背后的结构性逻辑进行了非常充分的探讨，并且开辟了从

个体认知视角剖析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维度。
不过，目前国内学界在主观维度的社会分层研究尚有待完善。首

先，囿于数据资料的时空局限，现有文献关于阶层意识的讨论缺乏对大

历史跨度中社会阶层意识的全景描述，仅仅集中分析了近年来市场转

型中个体的自我阶层定位。其次，对阶层意识形成和变动机制的解释

主要集中于客观地位、相对地位及地位变动等个体层面因素，尽管近年

来有研究开始探讨主观阶层地位与收入不平等的关联( 陈云松、范晓

光，2016) ，但对宏观因素的检视仍然不够全面。再次，以往的阶层意

识研究试图探究社会成员如何理解自身或他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

但对塑造这种认识的根源以及形成过程，即关于社会结构的话语定义

问题尚未进行审视和讨论。事实上，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属

性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一场从“阶级”到“阶层”的剧烈转型。这

一变化不仅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整存在着密切联系，更凸显出在

制度转型背景下国家意志与公众态度在社会结构形态的话语定义权上

的力量变化。虽然已有不少政治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但其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的意义尚未完全彰显，而且也没有获得实证意义上

的验证。
本文将从上述不足之处出发，进一步拓展以往的阶层意识研究，并

由此提出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以大历史跨度的思路来看，1949 年以来

公共话语中关于社会分层的定义是否经历了从阶级型到阶层型的转

变? 国家与公众在这一话语变迁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第二，体

制改革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政治效应与社会结构的话语转变有何内在关

联? 要对此加以学术回应，应当首先保证分析数据的规模性、代表性和

时空广覆性，并且需结合中国独特的社会转型背景来完善解释框架。
在最新的国际研究中，陈云松和严飞( Chen ＆ Yan，2016) 利用书籍文

化大数据对美国社会在整个 20 世纪一百年间的阶层话语与通货膨胀、
就业率、基尼系数等指标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发现宏观经济指标与社

会公众的阶层关注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统计关联。借鉴这种大数据方

法和分析逻辑，我们认为可以针对中国情境进行经验层面的回应和解

释，从而为社会分层文献提供宏观层次的中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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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在阶层意识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者主要试图通过了解个体成员

对自身阶层地位的认识来描述阶层结构的整体特征。无论是针对欧美

发达国家还是东欧以及东亚国家，大量的实证研究均显示，绝大多数人

对“阶层”这一概念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 Jackman ＆ Jackman 1983;

Evans et al． ，2004; Shirahase，2010) 。并且在考虑了社会经济背景可能

产生的影响后，大部分人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中间阶层的一员( Evans et
al． ，1992) 。但在针对中国民众的阶层意识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发现

中国人的阶层自我定位明显低于同期的欧美国家居民( 刘欣，2001; 李

培林等，2005; 陈云松、范晓光，2016) 。此外，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人

们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对于自身的主观阶层地位认知之间均存在着

不小的偏差( 仇立平、韩钰，2015; 范晓光、陈云松，2015) 。
关于主观阶层意识的形成机制，研究者主要从三个维度提供了实

证解释。首先，个体实际占有社会经济资源的多寡会对其阶层地位的

认知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这在现实世界中具体表现为人们在教育、收
入和职业等客观地位指标上的差异( Hodge ＆ Treiman，1968 ) 。其次，

个体对自身阶层的定位也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例如，针对中国城

市地区的研究表明，除了党员身份、教育年限、收入、住房产权等客观的

社会经济因素外，公平感、生存焦虑和社会流动感知等同样也会影响个

体的阶层认同( 翁定军，2010; 陈光金，2013; 范晓光、陈云松，2015 ) 。
最后，某些宏观因素，如收入不平等也被证实会对个体的阶层认同产生

显著的负向影响( 陈云松、范晓光，2016) 。
以上研究发现较为完整地描述了国内外民众阶层地位认同的基本

结构特征，对于个体的阶层自我定位的理论解释也提供了诸多洞见，极

具启发意义。不过，此领域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以往阶层意

识研究的分析对象集中在个体层面，即使其经验结果来自于全国性调

查，但抽样调查本身的缺陷也使其缺乏针对公众整体的解释意义。在

时间维度上，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改革后的情况，并且

数据的历史跨度多为 1 － 10 年，时间较短，因而无法展现改革前民众个

体或整体的阶层意识的历史图景。其次，在解释阶层意识变迁这一问

题上，国内研究者大多采取的是社会学的微观理论范式，强调个体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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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心理态度以及与他人之间的社会比较的作用，但

对宏观结构因素之于阶层自我定位的重要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 陈云松、范晓光，2016) 。但近年来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人们的阶层

意识形成过程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一些宏观经济指标( 如国民

生产总值和失业率) 、社会不平等程度以及舆论导向因素都会对个体

的阶 层 自 我 定 位 产 生 显 著 影 响 ( Andersen ＆ Curtis，2012; Curtis，
2015) 。

除了在研究对象层次、分析跨度以及解释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外，另一个关键的问题长期以来未得到相关研究者的重视，也即以往关

于阶层意识的讨论往往是在“事实”层面展开的，所探究的仅是社会成

员如何评判自身以及他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状态，并未考虑到人们

如何形成关于特定社会结构的认知。而这涉及社会结构的看似客观、
实则由外部力量所塑造的话语实践属性。社会结构的话语属性凸显在

中国因体制转型而形成的各个差异巨大的历史阶段中。随着 1978 年

后中国国家发展的方向逐渐脱离高度紧张的政治化特征，与社会结构

有关的公共话语体系也发生着“去阶级化”的变革( 张乐天，2001) 。在

这一背景下，词性更加中立的“阶层”话语构成了官方以及学术界用于

定义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话语系统( 陆学艺，2002) 。有关中国社

会结构的话语表述在改革前后所呈现的巨大差异，显示了制度转型在

改变公共话语体系的主导力量上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也进一步凸显了

拓展分析对象层次和延伸分析时段的必要性。
基于对阶层意识研究脉络的审视和评论，本研究试图从话语建构

的角度重新开展主观维度的社会分层研究。具体而言，我们将以大历

史观来概览新中国建立以来公共话语中关于社会结构的定义在不同历

史阶段的变迁历程，并着重从制度转型的时代背景中探寻国家意志和

公众态度在建构社会分层话语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展示改革开

放对中国国家发展的独特意义。

三、理论背景

在改革前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指令性经济体制、强制性政治动员

以及革命性舆论导向体系的影响，阶级话语以及由此激发的各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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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交织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郭正林，2003) 。而自

1978 年肇始的制度改革进程则将中国推向了政治经济体系剧烈变动

的新时代，社会结构也由此开始快速分化。与此同时，公众也对迅速变

化的客观社会形势积极回应，不断革新对阶级与阶层这两种社会结构

概念的理解。具体而言，中国制度转型对公众的社会结构认知变迁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和政治领域的参与

式民主发展以及舆论导向的动态性调整。
首先，市场化转型带来的最显著的成效是使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

多年的高速稳定增长。正是在宏观经济利好和经济结构日益多元化

的激励下，强调个人自致属性的职业机制逐渐成为新的社会分化机

制，社会经济资源的获取途径日益多样化，从而使阶层结构在改革之

后进入到快速分化的阶段( 陆学艺，2003) 。这一变化不仅带来了不同

阶层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上的分野，更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情感

心理开始出现“阶层化”特征( 马广海，2011 ) 。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在

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中产阶层。这一群体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表现

出与传统阶层截然不同的消费倾向，而且对各项政治议题也持有独特

的心理态度( 周晓虹，2002) 。虽然改革以来中国民众阶层意识的变化

与宏观经济发展在实证意义上的关系尚未被证实，但对其他国家的跨

国比较研究表明，经济形势的不断走强有助于缓解社会中的紧张情

绪，促使人们更加关注 与 自 身 阶 层 利 益 相 关 的 社 会 议 题 ( Evans ＆
Kelley，2004) 。另外，中国经济改革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利益分配

的公平性却未得到及时的关注和应对，造成贫富差距问题不断累积，

使得当前的阶层结构日益呈现高、中、低比例失调的现象，中下层群体

构成了社会结构中的多数( 李强，2016 ) 。而且，收入差距的效应进一

步蔓延至社会心理层面，集体性的嫉妒和怨恨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情

绪氛围的基本特征，并在现实层面表现为低收入群体对高收入阶层的

“仇富”或草根阶层对政府部门的“仇官”等情绪的滋生和扩大( 成伯

清，2009) 。
其次，作为市场转型的配套制度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转轨的根

本目标是恢复和健全在改革开放前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这在实践层面表现为促进参与式民主的发展并调适舆论导向与制

度转型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改革开放前国家政治生活主要围绕基于

阶级话语构建的政治动员体系来运转，在这样的背景下，多数社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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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政治实践模式表现为被动“卷入”型，经济、文化、思想等其他领域

也都受到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导向的波及( 郭正林，2003; 梁

丽萍、邱尚琪，2004) 。但随着中国农村和城市社区开始分别引入村民

选举制度和社区自治制度，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自主性明显增强( 胡

荣，2008; 李晨璐、赵旭东，2012) 。这一新的政治参与实践具有两个重

要特点: 一是参与者在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上具有较高的

相似性( 李骏，2009) ; 二是他们日益培养出趋于一致的政治效能感、政
治关心和公共责任感( 孙永芬，2008 ) 。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对民

众思想意识的影响更直接地反映在主流舆论导向的变化上。改革开

放前，阶级类的社会议题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牢牢占据着中心地

位( 张济顺，2004) 。虽然中国在 1978 年后迎来了变革传统体制的新

时期，但对意识形态体系的改造仍保留了原有的权威性的制度文化资

源。此时的舆论导向呈现因时性特征，也即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具体

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具体表现为在“改革”和“稳定”这两种发展导向

之间不断转换( 陈思，2012 ) 。与此同时，国家舆论导向与社会大众之

间的互动关系也开始顺势调整。尽管公众意见表达的自主性在改革

活跃期会被官方默许甚至鼓励，但在“维稳”阶段则又会被拉回到官方

话语的轨道内( 村田忠禧，2002) 。这意味着中国民众的阶层意识变迁

的动力也可能蕴含于国家舆论导向的变化之中，而且在其变化的同

时，阶级意识可能会发生方向相反的变动。
基于以上对中国社会转型期所呈现的一系列事实的回溯和梳理，

可以假定制度转型很可能使公共话语中有关社会结构的定义方式发生

根本性转变，并且这与宏观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政治参与以及舆论

导向的变动等机制密切相关。本研究将对此进行实证意义上的验证。
我们将利用历史书籍大数据来展示 1949 － 2008 年间中国社会中“阶

级”和“阶层”这两种社会分层的话语定义模式的变迁轨迹，着重分析

二者在改革开放前后的阶段性变迁，以便在整体上把握国家意志和公

众态度在影响社会结构的话语定义权上的力量变化。在此基础上，我

们将依据与中国制度转型有关的多重影响机制，结合长时段的宏观数

据进行基于时间序列的因果关系分析，探讨影响社会分层关注度变化

的宏观结构性因素。本研究不仅能够弥补传统阶层意识研究的薄弱环

节，而且也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首次利用大数据对这一研究问题进

行计量模型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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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变量和分析策略

( 一) 阶级、阶层关注度的数据来源

公众的阶层意识是一种与个体态度存在较大差异的宏观社会现

象，这也使得此前的阶层意识研究在此概念的操作化和测量上存在一

些缺陷。例如，扬马特( Janmaat，2013) 认为，由于数据和方法的限制，

对于某些试图分析受特定文化或结构性因素影响的民众如何看待收入

平等问题的研究而言，从中提炼宏观影响机制是一项非常艰难、富有挑

战性的工作。近年来，基于超大规模的信息体量以及广泛覆盖时空维

度的优势，“大数据”概念正为传统定量研究带来新一轮的方法论革命

( 陈云松等，2016) 。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数字化图书工程项

目，谷歌图书( Google Books) 大数据语料库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

供了有力支持。考虑到其数据规模性和代表性上的优势，本文将以谷

歌图书语料库作为分析公共话语中社会结构定义的数据来源。
在电子化传播媒介出现以前，书籍语言是人类进行文化传承和积

累的主要方式，涵盖了人类社会中绝大多数的经验、思维和观念，因而

是人类社会演变过程中最正式和最权威的知识载体。而且，书籍语言

除了表达作者本人的观点和意图之外，还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反映当时

公众的价值取向和社会整体的思潮风尚。如果一个词汇在多种书籍中

反复出现，那么不仅可以折射作者群体的核心意图，而且可以展示大众

态度的趋势导向，或者说该词具有较高的“文化影响力”，已取得社会

的主流共识。总体而言，只要书籍语料库在规模性、时间跨度和代表性

方面都获得可靠保证，我们便可以合理地假定某一词汇出现在其中的

相对频次能够近似地刻画这个词汇本身及其蕴含的公众关注度( 陈云

松，2015) 。
谷歌图书最新版包含了全世界 7 种主要语言的 800 多万种数字化

书籍，占到了 1500 年以来人类全部印刷书籍总量的 6%，词汇总量达

到 8613 亿个。这其中包括用汉语( 简体) 印行的 30 万种书籍以及 269
亿个词汇。目前，这一数据已被国内学者探索性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

究，开展了针对学科发展史、城市影响力传播、文化史以及社会观念变

迁等问题的一系列研究，试图探索大跨度历史现象的发展轨迹和变动

规律( 陈云松，2015; 陈云松等，2015; 龚为纲、罗教讲，2015; 柳建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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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张鸿雁、柳建坤，2017; 张亮亮等，2016; Chen ＆ Yan，2016 ) 。因

此，本研究将以谷歌图书的汉语简体库数据作为刻画社会分层关注度

变迁的分析数据，时间范围限定在 1949 年到 2008 年。

( 二) 阶级、阶层词汇的确定

我们在表 1 中展示了本文所涉及的阶级类和阶层类各 20 个检索

关键词。确定具体词汇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一是基于谷歌图书语料库

所提取的阶级类与阶层类词汇究竟反映的是大众对阶级和阶层议题的

关注，或仅仅是一小部分政治社会科学等学术性书籍中的提及率? 二

是词汇的代表性问题，也即仅依据少量的职业类型能否全面展现中国

社会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变化?

对此，本文在词源和词汇两方面进行了努力。首先，在词汇选取的

来源上，我们不仅考虑了专业的辞书( 斯科特和马歇尔主编的《牛津社

会学词典》) 和教科书( 吉登斯的《社会学》、贾春增的《外国社会学史

( 第三版) 》以及谢立中的《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 ，更兼顾了面向全

社会的一些重要调查报告( 如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

告》) 和以大众为传播对象、作为官方舆论阵地的权威新闻媒体( 如《人

民日报》) 。在表 1 中，我们还计算了各阶级、阶层类词汇的描述统计

量。可以看到，一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词汇( 如“农民工”) 在语料库

中的占比远高于专业性词汇( 如“阶层意识”) ，充分表明本文所选取的

词汇具有很高的公众代表性，而并非仅仅反映专业书籍的学术性内容。
其次，需要明确的是，本研究分析时侧重关注改革前后开放阶级话

语与阶层话语的变化趋势差异，因而格外关注能够展现改革开放前后

阶层结构显著变化的词汇。例如，在农村经济改革和城镇化的背景下，

农民工才开始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大规模出

现。另外，这些阶层类词汇也具备很好的代表性。这些词汇在本研究

所采用的四个词源( 专业辞书、教科书、专业调查报告和新闻媒体) 中

具有使用频率高、重复次数多的特点，而且能够整体性地概括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职业结构在各个领域所呈现的基本特征。另外，在表 2 中针

对阶层类词汇进行主成分分析后，较高的 KMO 数值也在实证意义上

表明: 尽管不能穷举，但可以预期的是，即便加入更多词汇，本文的基

本结论也不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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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测量和变量构建

1． 词频测量

考虑到每年书籍中的词汇量存在差别，我们参照了在以往类似研

究中所采用的“词频比例”方法来实现数据的时间可比效果，也即在时

间检索范围限定的 1949 － 2008 年的任一年度中，所选定的阶级类或阶

层类的关键词在样本书籍中出现的次数与样本书籍中全体词汇总量的

比值。也就是说，任一关键词的词频比例越高，表明公共话语中与此相

关的社会分层关注度就越高。对词频测量的结果见表 1。

表 1 谷歌图书( 汉语简体) 中阶级与阶层词汇的描述统计量结果( 1949 －2008 年)

“阶级”类
关键词

统计量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阶层”类
关键词

统计量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阶级斗争 9. 465 12. 22 1. 2912214 社会地位 . 965000 . 433000 . 44872819

阶级压迫 . 320 . 334 1. 040815 阶层意识 . 000428 . 000560 . 1. 307682

阶级地位 . 199 . 208 1. 0454208 社会分层 . 000721 . 00141 1. 9564264

阶级路线 . 160 . 156 97668124 阶层认同 . 00165 . 00416 2. 5207728

阶级专政 6. 947 11. 12 1. 6005279 阶层身份 . 00105 . 00140 1. 3309394

反革命 86. 38 46. 26 . 53547052 阶层隔离 . 000143 . 000272 1. 8942794

革命 6. 220 6. 373 1. 0245149 阶层冲突 . 000885 . 00198 2. 23863

整风 7. 027 6. 308 . 89774404 精英阶层 . 0118 . 0217 1. 8353715
“左倾” 141. 7 103. 3 . 72843394 中产阶层 . 0350 . 0667 1. 9071928
“右倾” 1. 154 . 558 . 48373463 贫困阶层 . 0147 . 0195 1. 320669

无产阶级 . 533 . 237 . 44492535 管理者 . 0183 . 0222 1. 2119368

工人阶级 . 153 . 152 . 99403927 蓝领 . 00931 . 0106 1. 1357773

群众 . 497 . 428 . 86185872 白领 . 0652 . 0827 1. 2689642

领袖 . 585 . 411 . 70275064 经理 4. 325 3. 648 . 84334498

右派 60. 33 34. 28 . 5681935 公务员 1. 419 1. 620 1. 142004

资本家 3. 552 2. 418 . 68078275 学者 8. 338 5. 875 . 7046421

地主 4. 328 3. 730 . 86179708 农民工 . 678 1. 590 2. 3463173

富农 . 113 . 0567 . 50235407 企业家 . 000277 . 000458 1. 6543546

贫农 . 533 . 408 . 76454341 民营企业主 . 584 1. 152 1. 97408

中农 . 276 . 168 . 6077973 职员 1. 207 . 585 . 48474739

注: 为便于阅读，所有词频比例的均值和标准差都扩大了 10000 倍。

2． 因变量: 阶层关注度指数

为了进 行 格 兰 杰 因 果 检 验，我 们 使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构造了“阶层关注度指数”( LC) 作为因变量，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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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展 示 了 分 析 结 果。Kaiser-Meyer-Olkin ( KMO ) 和 多 元 相 关 平 方

( Squared Multiple Correaltions，SMC) 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参与检验的词

汇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① 根据主成分的负荷量、特征值以及被

解释方差的累积贡献率，可以从 20 个阶层词汇中提取出两个主要成

分，并进一步合成。

表 2 阶层类词汇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成分 1 成分 2

特征根 16. 82089 2. 03105

方差累积贡献率 . 8410 . 9426

阶层词汇 KMO SMC

社会地位 . 6763 . 5129 . 8009 . 9968

阶层意识 . 9867 . 0289 . 8353 . 9992

社会分层 . 9288 － . 3595 . 7885 . 9994

阶层认同 . 9136 － . 3800 . 8315 . 9997

阶层身份 . 9825 . 0197 . 8953 . 9988

阶层隔离 . 9121 － . 3615 . 8474 . 9985

阶层冲突 . 9110 － . 3728 . 7991 . 9998

精英阶层 . 9800 － . 1888 . 8467 . 9999

中产阶层 . 9361 － . 3417 . 8614 . 9993

贫困阶层 . 9385 . 1363 . 9048 . 9997

管理者 . 9232 . 3391 . 8211 . 9997

蓝领 . 9427 . 2645 . 8796 . 9989

白领 . 9794 . 0421 . 8808 . 9999

经理 . 8264 . 5191 . 8699 . 9991

公务员 . 8594 . 4329 . 8975 . 9967

学者 . 9898 . 1163 . 8981 . 9998

农民工 . 8858 － . 4202 . 8655 . 9998

企业家 . 9783 . 0436 . 9342 . 9997

民营企业主 . 9528 － . 1939 . 8900 . 9997

职员 . 7728 . 4234 . 8648 . 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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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MO 越高，表明变量的共性越强。一般认为，KMO 值在 0. 6 以上就可以接受进行主成分

分析。而 SMC 表示一个变量与其他所有变量的复相关系数的平方，也就是复回归方程

的可决系数。SMC 越高，表明变量的线性关系越强，共性越强，主成分分析就越合适。



3． 自变量

通过前文对中国制度转型历程的追溯以及理论层面上对其与公共

话语中社会结构话语定义之关系的讨论，本文从市场转型、政治参与和

舆论导向创新等三个维度设定解释框架，并在经验层面上进行了变量

测量和指标构建工作。
第一，针对市场转型的正向结果，本文使用世界银行公布的1978 －

2008 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此阶段的经济总体走势。考虑到

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可比价格( 经过 CPI 校

正获得 1978 年可比价) ，以便对不同时期的经济总量指标进行比较，这

一指标用“GDPcp”表示。按照一般的做法，我们在后续的图形展示和

数据分析中取其对数形式。
第二，对于由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测量，我们遵

循以“基尼系数”为指标的主流做法。但目前中国方面的数据仍不完

整，除了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 2003 － 2015 年的官方数据外，其他年

份的数据仅零星地见于统计年鉴中。因而本研究采用世界收入不平等

数据库(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3. 3 版本对缺失数据进行补

充，其指标名称为“GINI”。
第三，对于中国公众在 1978 － 2008 年间的政治参与程度，我们使

用哥德堡大学和美国圣母大学共同完成的数据库项目 Varieties of
Democracy 最新的 6. 2 版本中的参与民主指数(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dex) 进行测量，其指标名称为“PDI”。该指数的取值区间为［0，1］，

其中“1”代表政治参与程度最高，“0”代表政治参与程度最低。
第四，根据前文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舆论导向变化基本上是围

绕“改革”与“稳定”两条路径进行转换。因此，本文利用“人民日报图

文数据全文检索系统”统计了 1978 － 2008 年每一年标题中包含“改

革”或“稳定”的文章报道数量，并以二者的差值作为衡量每年主流舆

论导向变动的指标，即“IO”。如果该变量取值为正，表明官方的舆论

导向在当年倾向于“改革”; 反之，则是“稳定”在舆论导向中占据上风。
图 1 初步展示了 1978 － 2008 年间阶层关注度指数与上述宏观指

标之间的时间变动趋势。① 大体来看，阶层关注度和经济增长、基尼系

数都在稳步增长，而代表国家舆论导向变化的曲线波动相对剧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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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 1 中各个时间序列曲线均基于 LC、GDPcp、GINI、PDI、IO 变量的标准化形式绘制而成。



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改革问题的报道在官方的新闻媒体中占据

核心地位。但在 90 年代，改革导向与稳定导向的差距并不悬殊，二者

之间开始出现频繁变动的趋势，进入 21 世纪后，前者在话语体系中的

地位逐渐提高。

图 1 阶层关注度与宏观经济走势、收入不平等、
政治参与和舆论导向之间的时间变动趋势

( 四) 分析步骤

本文的数据分析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任务是对从

谷歌图书语料库中选取的各阶级、阶层类词汇在 1949 － 2008 年每年度

的词频比例及其加总进行可视化呈现，重点分析两类词汇在 1978 年改

革开放这一关键历史节点前后的变化，以展示 1949 年以来两种不同意

涵的社会分层结构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变迁轨迹。第二部分的主要工作

是利用时间序列回归的方法探索改革开放后公共话语中阶层关注度变

化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使用了条件格兰杰回归的方法进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计量经济学中，两个时间序列 X 和 Y 之间的

格兰杰因果关系被定义为: 如果变量 X 有助于解释变量 Y 未来的变

化，则认为变量 X 是引致变量 Y 的格兰杰原因( Granger，1969 ) 。因

此，我们可以使用该方法来识别“阶层关注度”( LC) 与“国民经济走

势”( GDPcp) 、“收入不平等程度”( GINI) 、“政治参与度”( PDI) 和“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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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走向”( IO) 等机制在时间序列意义上的内在关联。此外，如果对不

平稳的时间序列直接进行基于 F 和 Wald 检验的标准格兰杰因果分析

会产生偏误，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即检查各序列的平稳

性。如果上述时间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我们直接拟合向量自回归模型

( VAＲ 模型) ，并进行格兰杰因果测试; 如果存在单位根，则可以先对时

间序列的水平值进行差分，直到获得平稳时间序列后再进行格兰杰因

果检验。

五、分析结果

( 一)“阶级”和“阶层”在公共话语中的历史变迁( 1949 －2008 年)

在图 2 中，我们对所有词汇的原始词频比例( 图 2 － 1) 以及经过标

准化处理后的 Z 值比例( 图 2 － 2 ) 绘制了时间序列曲线。两图的趋势

变化均表明阶级类和阶层类议题在社会舆论中的地位在 1978 年前后

发生了明显更替。而原始词频数据则显示两类词汇之间存在明显的层

次差异，即阶级类词汇在 60 年间书籍语言中所占比重始终高于阶层词

汇。从曲线的阶段性变化来看，这一差距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存在。
虽然阶级类词汇的总词频比例在 1976 年后便大幅下降，但由于阶层类

词汇提升有限，造成二者之间的差距直到 2008 年依旧存在。对此，一

个可能的解释是: 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长期以

“政治挂帅”，包括书籍出版在内的文化宣传工作由官方部门全权负

责，社会信息的发布和接收完全在国家掌控之下。因此，此阶段的公共

话语基本上反映的是国家意志，社会舆论与官方意识形态处于高度重

叠的状态。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转型的启动，在信息传播行业开始出

现了按照商业规律运作的非官方出版集团，并迅速成为消费市场的主

力。在出版业日益商业化、大众化和娱乐化的背景下，不仅书籍的主题

和内容得到大幅扩充，而且在以迎合大众需要这一商业运作机制的作

用下，一些远离民众日常生活并且带有明显政治性的内容，如阶级议题

被海量信息不断稀释。这种“稀释效应”不仅使阶级类词汇不断淡化，

而且也造成阶层类词汇虽然在绝对数量上不断增多，但在比例上却显

得相对较低( 陈云松，2015) 。
此外，我们计算了阶级类和阶层类词汇在每一年度的词频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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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总值。无论是原始词频加总( 图 3 － 1) 还是加总词频的标准化值( 图

3 － 2) ，都显示阶级类词汇在 1949 － 1976 年持续高速增长，在此之后却

开始“断崖式”下降，而阶层类词汇在 1978 年之后的总体运行轨迹处

于稳步上升趋势。从图 3 － 2 不难看出，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以来，

阶级类词汇的总比例开始在全社会的书籍语言中迅速提高，在 70 年代

中期达到顶峰，而同期的阶层类词汇已降至谷底。但从 80 年代以后，

二者在书籍语言中所占的地位发生反转。值得一提的是，进入 21 世

纪，特别是在 2002 年以后，有关阶层议题的关注度与前一时期出现了

明显跃升。① 其中，一些涉及特定群体的阶层定义，如学者、农民工、管
理者、白领和公务员等词汇出现了更为显著的增长。

阶层话语在改革期间不但形成了对阶级话语的总体优势，还出现

了阶段性的爆发式增长。对于这一现象，我们猜测这可能与当时由著

名社会学家陆学艺领衔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所撰写

注: 阶级类为实线，阶层类为虚线。
图 2 阶级话语与阶层话语的趋势变化( 全部词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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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以《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发表的 2002 年为界限，首先以图形可视化的形式

比较了在此前后 6 年内( 1996 － 2008 年) 20 个阶层类词汇的加总词频比例的总体变化趋

势，又进一步通过测量曲线斜率以显示实际的增长幅度。这主要是利用对这一时间序列

的一阶差分来实现的。结果表明，在 1996 － 2002 年，每一年的加总词频比例增幅为
0. 000007、0. 000008、0. 000018、0. 000021、0. 000025、0. 000022; 而在 2002 － 2008 年，增势

仍继续保持，分别为 0. 000022、0. 000025、0. 000025、0. 000012、0. 000009、0. 000006。这表

明阶层话语在 2002 年后的公共舆论中明显增强。限于文章篇幅，此处未展示详细的数

据结果。



注: 阶级类为实线，阶层类为虚线。

图 3 阶级话语与阶层话语的趋势变化( 加总词频)

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有着密切联系。这一报告对中国学

术界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形成了

“十大阶层”的重要观点，并且一经公布，立即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反

响，得到了来自官方机构、理论界以及社会舆论的积极反馈。因此，我

们认为，“十大社会分层”的论断在推动 21 世纪后中国社会分层的话

语定义向阶层化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述图形 结 果 可 以 初 步 回 答 在 本 文 提 出 的 第 一 个 问 题，即 在

1949 － 2008 年，中国公共话语中的社会分层的话语定义模式的确经历

了从“阶级”向“阶层”的重大转变，其背后反映的则是国家意志在塑造

话语体系上的控制力减弱，公众的态度和需求日益成为建构新型话语

的重要力量。简而言之，在 1949 年以来的中国公共话语有关社会结构

的话语定义中，改革开放前的阶级化类型反映的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强

势地位，而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阶层化转向则意味着公众态度开始成为

话语建构的主体。而且，这一变迁过程与改革开放这一关键的历史节

点存在着紧密联系。但这种直观性描述并不具备实证意义。接下来，

我们将对其中所蕴含的宏观变动规律进行详细验证。

( 二) 阶层关注度与宏观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因果关联

本文采用“扩展型迪克—富勒”( Augmented Dickey-Fuller) 和“菲

利普—帕芬”( PP 检验) 这两种方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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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LC，GDPcp、GINI 和 IO 均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PDI 为稳定时

间序列。① 为便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的解读，我们对 PDI 也进行一

阶差分。换句话说，此时我们探讨的是 GDPcp、GIN、PDI 以及 IO 的变

化与变化之间的关联。此外，为保证所获得的结论在这种多变量条件

下的稳定性，本文采用的是条件格兰杰因果检验，即在分析阶层关注度

与某一变量的因果关联时，将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之中。
表 3 展示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具体结果，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发现。

( 1) GDPcp、GINI、PDI 的变化均为可在时间序列意义上解释的变化( p
值均小于 0. 05) 。由于以上变量均是以一阶差分的形式纳入到模型之

中的，准确地说，前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

及公民政治参与度的提高都可以解释后一年民众的阶层关注度提升这

一现象。( 2) 就统计显著性而言，收入不平等( GINI) 对民众的阶层关

注度的影响( p ＜ 0. 01) 要明显强于宏观经济发展( GDPcp ) ( p ＜ 0. 05) 。
( 3) fd_IO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p ＞ 0. 1 ) ，也即这一原假设在统计

上无法被拒绝，这意味着政府舆论导向并不能解释公众阶层关注度的

变动。( 4) 我们发现 fd_LC 反而是 fd_IO 的格兰杰原因( p ＜ 0. 01) ，即

民众对阶层议题的关注会随主流舆论导向发生变化。换句话说，政府

在引导舆论走向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民众关于阶层问题的意见。( 5)

除了 fd_IO 以外，fd_GDPcp、fd_GINI 和 fd_PDI 都可以在时间序列意义上

表 3 条件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1978 －2008 年)

零假设 观察值 Chi2 p 值

fd_GDPcp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31 11. 382＊＊ . 023

fd_GINI 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31 34. 596＊＊＊ . 000

fd_PDI 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31 26. 347＊＊＊ . 000

fd_IO 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31 1. 7899 . 774

fd_LC 不是 fd_GDPcp的格兰杰原因 31 36. 731＊＊＊ . 000

fd_LC 不是 fd_GINI 的格兰杰原因 31 20. 26＊＊＊ . 000

fd_LC 不是 fd_PDI 的格兰杰原因 31 41. 042＊＊＊ . 000

fd_LC 不是 fd_IO 的格兰杰原因 31 13. 182＊＊＊ . 000

注: ( 1) “fd_”表示一阶差分。( 2) 根据信息准则 AIC、SBIC 和 HQIC 的结果，选择 4 阶滞

后。( 3) * p ＜ 0. 1，＊＊p ＜ 0. 05，＊＊＊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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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fd_LC 所解释( p 均小于 0. 01) 。这意味着公众阶层意识的变动不仅

会影响官方舆论的走向，而且对宏观经济的增长、公民政治参与水平的

提高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都会产生特定影响。

( 三) 进一步解释

上述统计检验的结果初步验证了在改革的总体进程中阶层话语的

地位上升与宏观结构性因素之间存在着逻辑关联。但需要注意到，中

国的制度转型在具体推进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策略，这使改

革的总体趋势因具体形势的变化而在各个时期呈现明显差异。具体而

言，自从改革开放在 1978 年正式作为国家决策被提出后，一直到 80 年

代末，改革意向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施政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但随

着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趋紧张，各领域的改革

进程开始受到“维稳”政策的调控。直到 2000 年后，改革才在全球化

进程以及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渠敬东等，

2009) 。由此，我们将中国改革的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段: 1978 － 1990
年、1991 － 1999 年、2000 － 2001 年，并在表 4 中展示了在各阶段对阶层

关注度与宏观结构性机制进行条件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① 从中可

以获得一些新的研究发现，并对整体模型进行完善。
首先，表 4 的结果表明，虽然发现( 1) 在总体上验证了制度转型对

民众的阶层意识变迁具有显著影响，但二者的关联在改革的不同时期

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在 1978 － 1990 年，仅有舆论导向的变化( fd_IO)

能够在时间意义上成为阶层关注度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p ＜ 0. 001 ) 。
而在 1991 － 1999 年，宏观经济增长( fd_GDPcp ) 则成为影响民众阶层意

识的最显著的因素( p ＜ 0. 001 ) 。在进入 2000 年后，上述机制的效应

开始消失，但公民的政治参与( fd_PDI) 和收入不平等( fd_GINI) 开始成

为新的影响因素( p 均小于 0. 05) 。对于这一新的研究发现，我们可以

根据改革进程的具体走势来理解。一般认为，虽然制度创新往往能够

在改革初期大刀阔斧地展开，但新思想观念( 如产权、市场、竞争、法

治) 的普及会遇到“文化堕距”的现象，被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仍需相

当长的时间。而且，由于体制转轨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中央政府

在这一阶段推进改革主要是以舆论的方式对民众进行引导。最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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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社会发挥了思想解放的作

用，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起步奠定了思想基础。
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使与阶层有关的敏感

话题在社会舆论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同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

表 4 改革不同阶段中阶层关注度与宏观经济和政治因素之间的格兰杰检验结果

年代 零假设 观察值 Chi2 p 值

1978 － 1990

fd_GDPcp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13 . 11 . 742

fd_GINI 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13 . 85 . 356

fd_PDI 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13 3. 39* . 066

fd_IO 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13 12. 13＊＊＊ . 000

fd_LC 不是 fd_GDPcp的格兰杰原因 13 . 78 . 377

fd_LC 不是 fd_GINI 的格兰杰原因 13 . 18 . 676

fd_LC 不是 fd_PDI 的格兰杰原因 13 4. 90＊＊ . 027

fd_LC 不是 fd_IO 的格兰杰原因 13 4. 60＊＊ . 032

1991 － 1999

fd_GDPcp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9 15. 49＊＊＊ . 000

fd_GINI 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9 8. 88＊＊＊ . 003

fd_PDI 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9 4. 93＊＊ . 026

fd_IO 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9 17. 11＊＊＊ . 000

fd_LC 不是 fd_GDPcp的格兰杰原因 9 1. 28 . 258

fd_LC 不是 fd_GINI 的格兰杰原因 9 5. 89＊＊ . 015

fd_LC 不是 fd_PDI 的格兰杰原因 9 2. 48 . 115

fd_LC 不是 fd_IO 的格兰杰原因 9 1. 10 . 294

2000 － 2008

fd_GDPcp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9 . 01 . 927

fd_GINI 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9 9. 55＊＊＊ . 002

fd_PDI 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9 14. 06＊＊＊ . 000

fd_IO 不是 fd_LC 的格兰杰原因 9 . 21 . 650

fd_LC 不是 fd_GDPcp的格兰杰原因 9 210. 24＊＊＊ . 000

fd_LC 不是 fd_GINI 的格兰杰原因 9 147. 66＊＊＊ . 000

fd_LC 不是 fd_PDI 的格兰杰原因 9 115. 83＊＊＊ . 000

fd_LC 不是 fd_IO 的格兰杰原因 9 55. 55＊＊＊ . 000

注: ( 1) “fd_”表示一阶差分。( 2) 根据信息准则 AIC、SBIC 和 HQIC 的结果，在三个时段

内分别进行格兰 杰 检 验 需 要 分 别 选 择 2 阶、2 阶 和 1 阶 滞 后。 ( 3 ) * p ＜ 0. 1，＊＊p ＜
0. 05，＊＊＊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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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也被正式确立为改革的核心主题，经济性议题也因国民

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而在民众的阶层关注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2000
年后，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而来的贫富差距问题逐渐成为全社会共同

关注的焦点，构成了影响民众主观阶层意识的重要原因( 陈云松、范晓

光，2016) 。另外，由于群体性的利益矛盾在 21 世纪初不断激化，各种

社会运动开始大量出现。有关实证研究表明，城乡居民不仅在基层社

会政治参与中的组织性和凝聚力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在意识层面开始

对群体性的利益取向以及目标实现手段达成某种共识，从而强化了本

阶层的认同感，但也加剧了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冲突( 刘精明、李路路，

2005; 陆益龙，2010) 。
其二，发现( 2) 初步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于民众阶层意识的影响

作用比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更显著。这一结论已在安德森和柯蒂斯

( Andersen ＆ Curtis，2012) 针对 44 个国家数据样本的研究中得到了证

实。然而，我们在表 4 中进一步发现，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 2000 年之

后的改革阶段。在这之前，宏观经济发展是提升公众的阶层关注度的

主要经济机制。事实上，伊斯特林等人( Easterlin et al． ，2012 ) 的一项

著名的相关研究发现，虽然中国人均 GDP 在 1990 － 2010 年不断增长，

但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获得相应提高。他们认为，最有可能的

原因是与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在这之后，吴晓刚

和李骏( Wu ＆ Li，2017) 针对近年来中国民众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

一步证实了伊斯特林等人的观点。
其三，发现( 3) 与发现( 4) 共同反映了改革后国家舆论导向与社会

大众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一方面，针对主流舆论在引导民

众观念上的“失灵”，学者们的解释主要包括两点: 第一，随着高度集中

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获得经济自主性的个人开始抽离于高度整合

的社会结构，个体化取向逐渐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选择

和文化观念上蔓延开来，因而无法与仍保留权威性和支配性特征的某

些舆论导向成分建立认同联系( 李培林，2005 ) ; 第二，在市场化改革、
科技发展和全球化因素的推动下，公众的信息获取渠道和意见表达途

径日益多元化，社会舆论的独立性明显增强( 谭伟，2003) 。
另一方面，尽管改革以来民间关于阶层议题的讨论已开始影响主

流舆论导向的变化，但不同时期其作用方式存在明显区别。改革初期，

重大改革政策的出炉总是伴随着公众对某项议题的社会性讨论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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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例如在 1978 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中央政府在意识形态和政

策设计上的改革导向才日益明晰。但随着改革战略在 20 世纪 80 年代

末开始收紧，改革的总体进程开始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主线运

行，政策的变动性逐渐降低。同时，随着民意代表机制、政治协调机制、
社会监督机制和民意表达机制的逐步确立，民众意见的表达方式开始

朝常态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其社会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但也主要是

在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内，很难对国家舆论导向形成强烈冲击。
其四，对于发现( 5) ，即民众的阶层意识也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经济

走势以及舆论导向，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是普

通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议题，并且人们在实践中往往会通过扩大政治

参与将其意见纳入主流舆论导向之中，最终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和政治

决策。在这种公众与国家之间重新建构的互动关系中，有两项决策形

成机制的作用值得重视。其一，促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是当代中国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当前，决策听证制度已在全社会普遍实施，

其内容涵盖了价格调整、规章制定和行政处罚等多个领域( 彭宗超、薛
澜，2000) 。其二，网络空间的出现加速了媒介权力结构草根化的趋

势。有时在舆情传播和引导过程中，普通民众可以通过设置特定议题

进行网络动员和鼓动造势，形成针对政府的巨大舆论压力并迫使其及

时回应和处置( 杨嵘均，2015) 。

( 四) 稳健性检验

尽管我们在条件格兰杰分析中控制了多方面的宏观影响因素，但

仍可能存在某些干扰变量。特别是词频的变动可能会受到社会科学类

出版物变化的影响。依此逻辑，我们之前所获得的研究发现反映的可

能并非是公众对社会分层领域问题的关注度，而仅仅是在经济高速增

长的背景下，学术出版物特别是社会科学出版物不断扩张并最终显示

为语料库膨胀的结果。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参照陈云松和严飞( Chen
＆ Yan，2016) 采取的以下方法进行验证: 引入学科词频，并证明该类词

频与经济发展水平无关。具体而言，我们选取了四门学科的词汇，包括

可以代表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以及可以代表自然科学的

“物理学”和“生物学”，并将每一门科学在谷歌图书汉语( 简体) 语料

库中的词频比例进行了标准化( 分别为 LC /Sociology、LC /Economy、LC /
Physics、LC /Biology) ，然后比较它们与经济发展走势( GDPcp ) 的演化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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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此外，我们也对四门学科的词频比例进行了主成分分析，而后合成

一个综合性指标“Discipline”，与经济发展指标“GDPcp”进行双变量的

格兰杰检验。分析表明，不仅图形结果显示学科词频的变动与经济走

势并不一致，而且统计结果也并不支持经济增长是学科词频扩张的格

兰杰原因( p ＞ 0. 1) 。① 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经济增长通过促进

社会科学繁荣进而使阶层类词频所代表的阶层关注度增长的情况。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分时段分析的样本较少，可能对模型的

稳定性造成影响。不过，我们执行这一分析的目的主要是对前一步的

条件格兰杰检验的结果加以进一步解读。而且，对比分时段分析和总

体分析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两者存在较高的吻合度，这也从侧面说明

不稳定的问题并不严重。另外，我们也采用了基于 T 检验的双变量格

兰杰检验重新进行了分时段回归。这是因为这一检验的基本前提———
Anderson-Darling Test 检验正态分布所需要的最小样本量为 6，小于分

阶段分析的所需的最小样本量 9。从最终呈现的回归结果来看，与采

用条件格兰杰回归的分阶段分析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因此可以认为

模型结果具有很强的稳健性。②

六、总结与讨论

基于谷歌图书语料库汉语( 简体) 中的 40 个阶级类词汇和阶层类

词汇，本文对在 1949 － 2008 年中国公共话语中有关社会结构的话语定

义进行了全方位考察。我们发现，阶级话语在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中占

据着主导地位，但在 1978 年后日益被与阶层有关的议题所取代，从而

表现为社会分层的话语建构模式发生了从官方意志到公众态度的重大

转型。基于时间序列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为这一变化提供了实证性解

释。总体而言，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以及政治参与

水平的提升均有助于解释改革以来公众阶层意识提升的现象。但同样

作为市场转型的后果，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应远不及收入差距这一负

向因素。反过来，民众阶层意识的变化也会对上述制度性变迁产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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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此处并未展示可视化图形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限于篇幅，详细结果此处不再赘述，请向作者索取。



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的影响较大。另外，我们

也发现，在改革期间，主流舆论导向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开始下降，同时

也会受到后者的影响。由此，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可以得到确切的

答案，也即改革开放以后，制度转型对中国民众阶层意识的提升发挥了

重要影响，这主要源于市场化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同时，主流

意识形态对建构民众思想意识的强制性影响日益减弱，而基层社会的

力量正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官方话语体系的走向。
事实上，阶层意识不仅涉及个体对自身客观地位的判断，同时也是

衡量“获得感”的重要标准。2015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通

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把“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获得

感”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① 党的十九大更明确地指出: “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②因此，本文的政策意涵在于: 在改革开放进

入深水区的关键阶段，相较于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缩小收入

差距、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能力，将是缓解阶层矛盾、促进社

会流动、防止坠入“转型陷阱”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

中，必须不断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扩大社会流动的空间和渠道，维护公

民的各项合法政治权利，健全利益表达与维护机制。与此同时，国家与

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需要进行优化调整，改进公共舆论的引导机制，

将公众意见更多地纳入主流舆论导向和重大决策之中，提升国家治理

水平与社会现代化程度。
本文在数据和方法层面仍存在一些局限，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

进入 21 世纪后，互联网数据和社交媒体数据在对中国公众态度的代表

性上可能会逐渐与书籍“分庭抗礼”。第二，以词汇来归纳公众的阶层

关注度的方法仍存在一些缺陷。例如，职业类词汇总是无法全面反映

改革以来中国阶层结构急剧分化以及职业类型迅速增多的事实。第

三，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确定阶层关注度与宏观结构性因素之

间的关联，并不能完全确认为反事实框架下的因果关系。第四，尽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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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2 月 27 日、2016 年4 月18 日和7 月22 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http: / / china. chinadaily. com. cn /2016 － 09 /25 /content_26887181．
htm)。
参见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 http: / / cpc. people. com. cn /n1 /2017 /1028 /c64094_29613660. html) 。



歌图书数字化工程项目的书籍来自全球顶尖高校图书馆和出版社，且

双方协议均表明供书方将书籍全部而非选择性地送往项目实施方，但

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中文图书收藏和出版时的意识形态筛选风险。当

然，从国际高校图书馆收藏中文书籍的宗旨和实践来看，这一风险倒不

必被高估，因为从根本上而言，基于各种意识形态的书籍都是学术机构

收藏和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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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sharing economy，scholars ar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model of employment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labour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abour process，this paper uses case study to study the
labour process on the mobile travel platform． We found that the labour process included
the control of labour from the platform and the task autonomy of labours at the same
time，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labour control． Following this viewpoint，
the paper proposed three kinds of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platform control the
drivers＇ labour and manufacture drivers＇ consent． These mechanisms are: freedom in the
labour process，payment and motivation system，and the star rating mechanism of
labours＇ work．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se mechanisms，labours have complicated
consciousness and experience about the platform and their work，including voluntary
identification and passive acceptance． Through data analysis，the paper proved that the
consent with work could turn into excess labour. Group differences in the process of
change are also discussed．

PAPEＲS

“Purchasing Hope”: The Consumption of Children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Lin Xiaoshan 163…………………………………………………

Abstract: The consumption of children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family consumption，and the rapid expansion of cram school and interest class have
occupied the main fields of children education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study and using the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 2013 － 2014 ) data，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tructure，parenthood，and consumption of
children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vest of children education by families
exhibit dual characters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s， and
children from one-child family，living with both parents，and have more accompany and
affective interaction with parents can attain more opportunity of education outside
school． Girls have more advantage over boys． Meanwhile，the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the consumption of children education are significant． Middle-class family has higher
education expectation and invest more in children education，displaying significantly
stratified preference in cram school or interest class． Those findings inspire us that we
should take a new look at family studies and consumption research when engaged in
child education consumption research in the future．

Public Concerns about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ultural Big Data ( 1949 － 2008)

Liu Jiankun ＆ Chen Yunsong 191……………………………………

Abstract: Using the Chinese corpus in“Google Books”，which contains 300000 books

542



and 26. 9 billion words，together with other macroscopic economic and social data，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how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hanges from 1949 to 2008 and find
the mechanism inside． The section of data description shows that the discourse of
“class”( jieji) has been reduc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while
the public attention to stratification ( jieceng) has been increasing． Furthermore，we use
the method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create an index measuring the public
concerns about stratification ( LC) ，and establish the casualty between LC and other
time series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dicators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method of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e result shows: ( 1) As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 proceeds，
the ascending level of LC depends on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soaring national economy，
widening income gap and ac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2 ) Income inequality is more
influential in the two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 3) The direction of the official opinion
does not exert critically permanent impact on the public attention to issues with respect
to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but in turn is affected by the latter． This study provides a
great historical span and macro-level verification for traditional subjective research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based on individual samples．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s: Durkheim on the History and
Ｒeality of Political Society Li Yingfei 216………………………………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modern political issues from the social perspective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and content of mile Durkheim ＇s sociological though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examine Durkheim＇s early works，traces Durkheim＇s transformation
from“political”to“social”and try to find out that how he established the social theory
for modern politic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urkheim＇s two types of social solidarity to
some extent is in the two conceptual traditions of universitas and societas which have
been used since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o envision the modern States． While Durkheim
did a physiologic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two concepts，he also established a theory about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Ｒeality of political society． Durkheim＇s professional group
theory can only be properly understood if it is placed in this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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